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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研究型大学（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这个概念最初是由卡内基基金
会在其《高等教育机构分类》（Ａ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１９７３）中提出的。制定这个分类的初衷是“卡内基
高等教育委员会出于确信有必要创立一个能够鉴别大学的不同职能类

型，并使其差别合法化的新的分类体系”。①这个分类为当时美国２，８００
多所高等教育机构设计了一个多样化的分类体系，即把高等教育机构
分为博士学位授予大学（ＤｏｃｔｏｒａｔｅＧｒａｎｔ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综合性大学
和学院（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Ｃｏｌｌｅｇｅｓ）、文理学院（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ｃｏｌｌｅｇｅｓ）、两年制学院（ＴｗｏｙｅａｒＣｏｌｌｅｇｅｓ）和专门学院（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等五大类。在博士学位授予大学中，又按照每年从联邦获
得科研经费和授予博士学位的数量，分为研究型大学Ⅰ类、研究型大学

Ⅱ类和博士学位授予大学Ⅰ类和博士学位授予大学Ⅱ类。②

根据卡内基基金会的《高等教育机构分类》（１９７３年），在当时全美

２，８３７所高等教育机构中，五大类高等教育机构的分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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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类型 数量 占全部高等教育机构的比例（％）
博士学位授予大学 １７３ ６．１
研究型大学Ⅰ类 ５２ １．８
研究型大学Ⅱ类 ４０ １．４
博士学位授予大学Ⅰ类 ５３ １．９
博士学位授予大学Ⅱ类 ２８ １．０
综合性大学和学院 ４５６ １６．１
文理学院 ７２１ ２５．４
两年制学院 １，０６３ ３７．５
专门学院 ４２４ １４．９
总计 ２，８３７ １００

这个分类经历了１９７６年、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４年和２０００年四次较大的
修改，并计划于２００５年再进行修改。③目前使用的是２０００年的分类。
这个分类与１９７３年的分类有了较大的变化。２０００年的《高等教育机
构分类》把高等教育机构分为６大类，即：博士学位授予／研究型大学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硕 士 学 位 授 予 学 院 与 大 学
（Ｍａｓｔｅｒｓ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学士学位授予学院（Ｂａｃｃａｌａｕｒｅ
ａｔｅＣｏｌｌｅｇｅｓ）、副学士学位授予学院（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Ｃｏｌｌｅｇｅｓ）、专门学院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和部落学院与大学（Ｔｒｉｂ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其中，在博士学位授予／研究型大学中，根据授予博士学位
的范围，又分为“广泛型”（Ｄｏｃｔｏｒ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和“集中型”（Ｄｏｃｔｏｒ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两类，二者的
不同在于，前者每年在不少于１５个学科授予不少于５０个博士学位，而
后者每年在３个或更多的学科至少授予１０个博士学位，或每年一共至
少授予２０个博士学位。在其余四大类（部落学院和大学除外）机构中，
又根据学科的不同细分为不同的类型。
根据卡内基基金会《高等教育机构分类》（２０００年），在全美３，９４１

所高等教育机构中，六大类高等教育机构的分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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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类型 数量 占全部高等教育机构的比例（％）
博士学位授予／研究型大学 ２６１ ６．６
“广泛型” １５１ ３．８
“集中型” １１０ ２．８
硕士学位授予学院与大学 ６１１ １５．５
学士学位授予学院 ６０６ １５．４
副学士学位授予学院 １，６６９ ４２．３
专门学院 ７６６ １９．４
部落学院与大学 ２８ ０．７
总计 ３，９４１ １００

自１９９８年５月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的讲话
发表以来，“世界一流大学”、“世界高水平大学”和“研究型大学”逐渐成
为国内高等教育界普遍使用且使用频率非常高的“关键词”。根据粗略
统计，在我国１，０００多所高等院校中，至少２００所院校在其发展目标或
战略规划中，使用了“研究型”、“研究—教学型”或“教学—研究型”之类
的字样。
同样，在有关高等教育的研究中，研究型大学概念出现的频率也不

断增大。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等文献资源库上进行的调查显示，自

１９９８～２００４年，国内学者先后发表的有关研究型大学的论文超过了

３９８篇。
应当说，在我国高等教育近几十年的发展历史中，很少有一个直接

来自国外的名词或术语会在不到７年的时间里，成为影响我国高等教
育发展乃至影响我们对高等教育思考的“大观念”。
那么，我们（无论是高等教育机构的领导人还是从事高等教育研究

的学者）究竟对这个如此深刻地影响了我们思维和行为的概念以及这
个概念所包含的意义，是如何认识的？我们的认识达到了何种程度？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仅仅是把它作为一个时髦的概念，一个流行的名
词，还是在真正理解了它的本义之后形成的自觉意识，并在这种意识指
导下制定相应的战略和规划？

在更为深刻的层次上，对于研究型大学建设的思考与规划，不仅涉
及一所大学自身的发展战略，而且事关一国高等教育的宏观布局结构
和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毋庸置疑，中国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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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需要有一大批具有高质量的研究型大学提供智力和人力的支持；中
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也为建设一批研究型大学创造了客观条件，但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国究竟有多少所高等院校已经基本具备建设研究
型大学的条件？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能提供多少
众多研究型大学所需要的高质量的学生和教师资源？我国的国力究竟

能支撑多少所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型大学？

另一方面，既然“研究型大学”的概念（无论是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
分类还是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定位）直接来自于美国，美国的研究型大
学事实上已经成为我国相当部分高校发展的“样板”，那么，就有必要广
泛和深入地了解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分类的由来，更主要地，是要把握美
国的研究型大学过去是如何发展的、现在又面临哪些问题以及未来可
能的走向。只有这样，研究型大学才不会只成为一个概念或流行的
词汇。
我以为，如同高等教育中出现的种种现象一样，一哄而起的建设研

究型大学“热”，实际上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界目前虚假繁荣和浮夸躁动
的表征之一。作为学者，是难以凭借个人之力改变这种现实的（所谓
“百无一用是书生”），但至少可以通过自己的学术工作为改变现实提供
一些依据和工具。这是我和我的学生们近几年来之所以致力于大学史
研究和编译（《美国研究型大学探索译丛》是整体工作的一个部分）的主
要出发点和目的。我们希望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至少能为我们的读者带
来一些启发，以拓展和加深对现代大学和研究型大学本质的认识和理
解，从而在实践中减少一些盲目者、盲从者和盲动者。
在《美国研究型大学探索译丛》（第一缉）即将与读者见面之际，我

首先要感谢我的同事们（特别是王英杰教授）所给予的大力支持。王英
杰教授对书目的确定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指导意见。我感谢我的学生
们。几年来，他们的热情和辛勤的劳动激励我锲而不舍地完成这项工
作。在与他们的共同劳动中，我从他们身上获得了非常有意的教益。
我感谢蔡冠深先生、蔡制傧先生和新华教育基金会的大力支持。

本译丛作为北京师范大学中美教育研究中心的一期研究成果，得到了
新华教育基金会的积极支持。
我难以用言语表达我对河北大学出版社前社长宫敬才教授的谢意

和敬意。他不仅把这套译丛列为该社“十五”的重大选题，而且不断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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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和督促我的工作。我深深感谢河北大学出版社的臧燕阳同志。三年
来，他为联系版权等事务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劳动。

张斌贤

２００７年１月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注释

①ＨｕｇｈＧｒａｈａｍａｎｄＮａｎｃｙＤｉａｍｏｎｄ：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Ｅｌｉｔｅｓａｎｄ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ＰｏｓｔｗａｒＥｒａ．Ｂａｌｔｉ
ｍｏｒｅ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

Ｐ．５３．
②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Ｃａｌｉｆ．：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１９７３．

③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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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　谢

我们的许多同事把他们的时间和关注慷慨地给予了我们的这项研

究，他们中的一些人值得特别提及。斯蒂芬·Ｒ．马克斯（ＳｔｅｐｈｅｎＲ．
Ｍａｘ），现任马里兰大学研究生院（巴尔的摩）院长，帮助我们获得了一
项研究拨款；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ＵＭＢＣ）的文理学院也在本研
究的早期阶段给予了资助。范德比尔特大学的迈尔斯·古森斯（Ｍｉｌｅｓ
Ｇｏｏｓｅｎｓ），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计算机支持。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
的阿尔宾·Ｏ．库恩图书馆（ＡｌｂｉｎＯ．ＫｕｈｎＬｉｂｒａｒｙ）的霍华德·科努
勒斯（ＨｏｗａｒｄＣｕｒｎｏｌｅｓ），提供了图书馆和计算机的支持，尤其是为我
们提供了科学信息研究所的数据库。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
艾略特·布朗李（ＥｌｌｉｏｔｔＢｒｏｗｎｌｅｅ）和约翰·道格拉斯（ＪｏｈｎＤｏｕｇ
ｌａｓｓ），不仅提供了数据，而且还给予了我们极大的鼓励，特藏室的图书
馆工作人员黛博拉·肯尼迪（ＤｅｂｏｒａｈＫｅｎｎｅｄｙ）亦是如此。在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罗伯特·Ｊ．布鲁格（ＲｏｂｅｒｔＪ．Ｂｒｕｇｇｅｒ）颇具思想
深度的意见显然提高了本书出版的质量。特利萨·瑞弗斯妮达（Ｔｈｅ
ｒｅｓａＲｅｉｆｓｎｉｄｅｒ）细心而准确地打印了本书的许多表格。

　　克里斯托弗·汉弗（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Ｈａｆｆｅｒ）和秦（Ｃｈｉｎｇ）以及温克·
王（ＷｅｎｋｅＷａｎｇ）提供了相当多的计算机支持和分析；迪恩·雅特斯
（ＤｅａｎＹａｔｅｓ）和詹妮弗·比沃蒙特（ＪｅｎｎｉｆｅｒＢｅａｕｍｏｎｔ）在本项目早期
阶段收集了数据。感谢罗伯特·斯宾尼（ＲｏｂｅｒｔＳｐｉｎｎｅｙ）、罗伯特·
斯科特·克拉艾特（ＲｏｂｅｒｔＳｃｏｔＫｒａｅｕｔｅｒ）和布莱恩·霍尔（Ｂｒｉ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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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ｌｌ）对研究的支持；感谢克雷格·坎普洛维茨（ＣｒａｉｇＫａｐｌｏｗｉｔｚ）为本
书做了索引。我们还从美国教育部教育研究与发展办公室的帕特丽
夏·Ｑ．布朗（ＰａｔｒｉｃｉａＱ．Ｂｒｏｗｎ）、美国农业部的蒂娜·巴克（Ｔｉｎａ
Ｂｕｃｋ）、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理查得·希尔维曼（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ｉｌｖｅｒｍａｎ）、全
国人文学科基金会的卡伦·弗格列·迈尔斯（ＫａｒｅｎＦｕｇｌｉｅＭｉｌｅｓ）、公
共卫生学院联合会的苏珊·梅耶（ＳｕｓａｎＭｅｙｅｒ）、美国牙医协会的汤
姆·伯格（ＴｏｍＢｅｒｇｅｒ）、美国护理学院联合会的萨拉·豪克斯（Ｓａｒａｈ
Ｈａｕｘ）、美国医学院联合会的布鲁克·Ｅ．瓦丁（ＢｒｏｏｋｅＥ．Ｗｈｉｔｉｎｇ）和
唐纳·威廉姆斯（ＤｏｎｎａＷｉｌｌｉａｍｓ）那里获得了必要的数据。

　　范德比尔特大学医学院的戈特列伯·Ｃ．弗里辛格（ＧｏｔｔｌｉｅｂＣ．
Ｆｒｉｅｓｉｎｇｅｒ）、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退休系主任理查德·Ｓ．罗
斯（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Ｒｏｓｓ）、范德比尔特大学医学院的约翰·Ｈ．哈什（Ｊｏｈｎ
Ｈ．Ｈａｓｈ）和威廉·斯查弗（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ｃｈａｆｆｎｅｒ）阅读并讨论了关于医学
院的论述。理查得·Ｗ．雷曼（ＲｉｃｈａｒｄＷ．Ｌｙｍａｎ）、詹姆斯·Ｃ．摩尔
（ＪａｍｅｓＣ．Ｍｏｈｒ）、约翰·布拉克斯顿（ＪｏｈｎＢｒａｘｔｏｎ）和大卫·韦伯斯
特（ＤａｖｉｄＷｅｂｓｔｅｒ）阅读了本书手稿的其他部分，并提出了批评意见。
乔治·拉诺（ＧｅｏｒｇｅＬａｎｏｕｅ）提出了有益的建议。特别感激约翰·

Ｗ·杰夫里斯（ＪｏｈｎＷ．Ｊｅｆｆｒｉｅｓ）的不间断支持和富有见识的意见。
呈现给诸位的这部著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之前的研究。其中大

多数研究在正文中会提到，我们尤其倚重罗杰·盖格（ＲｏｇｅｒＧｅｉｇｅｒ）
的著作，尤其是他的两卷本美国研究型大学史。我们还应提及克拉
克·科尔（ＣｌａｒｋＫｅｒｒ）的慷慨之举，他让我们分享了尚未公开的资料，
帮助我们了解了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发展史。最后，我们要感谢诸多同
仁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所提供的可贵且有意义的合作，感谢我们的家人
珍妮特·格拉汉姆（ＪａｎｅｔＧｒａｈａｍ）、马克·戴蒙德（ＭａｒｃＤｉａｍｏｎｄ）和
丹尼尔·戴蒙德（ＤａｎｉｅｌＤｉａｍｏｎｄ）所提供的支持，这种支持对于我们
至关重要。

２ 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兴起———战后年代的精英大学及其挑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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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这是一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研究型大学兴起的著

作。［１］在本书中，“兴起”（ｒｉｓｅ）具有双重含义。第一重含义指的是美国
大学在为获得认可和声望的国际竞争中所取得的成功。第二次世界大
战前，在国际学者和科学家团体中并没有得到广泛尊重的美国大学，现
在却跻身世界一流研究机构，并赢得了声誉。这一断言尽管在战后很
长一段时间颇具争议，但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却在美国以外的地方
获得广泛的承认。１９８３～１９９３年间担任美国大学联合会（ＡＡＵ）主席
的罗伯特·Ｍ．罗森兹威格（ＲｏｂｅｒｔＭ．Ｒｏｓｅｎｚｗｅｉｇ）在１９８２年曾写道，
全世界大多数有见识的观察家都会认为，以几乎任何一种可以想象出
来的标准来判断，美国研究型大学都肯定是一个成功的范例。罗森兹
威格接着写道：“这种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很少见的社会组织形式，已经
在美国清楚地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以至于维持其存在的观点几乎是无
需进行仔细讨论的。”［２］“我们选择集基础研究、有一定程度交叉的应用
研究、以研究为目的的人才培养和本科生教育为一身，在同一个地方、
由同样的人员而且往往还是同时来开展上述这些工作。针对这个变化
多端的集合体产生的种种问题，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证据，都无法为反
思这里所选的道路提供依据。”［３］无论是根据诺贝尔奖的分布，学生入
学和教师职位的国际申请数量来衡量，还是根据声誉调查的结果来衡
量，美国大学的声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都已快速上升。

　　研究型大学“兴起”的第二重含义，包含着战后美国大学在研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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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彼此相互竞争中所取得的相对成功。在尤有竞争性的战后美国高
等教育市场中，实力强大的新兴研究型大学兴起而提出挑战，并且在某
些情况下还取代了老牌精英大学的位置。传统的成就与认可的等级制
度被颠覆了，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大学在国际范围的兴起，以及其
他一些相似的原因。高等教育环境中那些帮助战后美国大学统治了诺
贝尔奖———这是一个受到联邦研究资金支持的分化多元、竞争激烈的
学术市场———的特殊属性，鼓励有抱负的大学采取创新和冒险的举措。
因为这种竞争产生了赢家和输家，诞生了新的研究型大学，而且这中间
最好的大学，还取代了传统老牌大学的位置。
也许这种有争议的断言———即战后美国大学中既有新的明星大学

的兴起又有老牌精英大学的衰落———在大学之间体育竞技的领域中可
以找到现成的证明，但在研究领域内却找不到。在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和

７０年代进行的美国大学的声誉调查，揭示出学术地位排名具有显著的
稳定性。［４］在争取进入前２０名的排行竞争中，几乎看不到一所新大学
的面孔。美国的大学常常自诩为世界一流———它们通常是常春藤老牌
大学、中西部和西海岸的大州立旗舰大学———这些学校在教师和研究
生教育声誉调查中也同样处于前列。随着战后美国经济和人口的快速
增长，所有的大学都有了较快发展，所谓水涨船高，但很显然它们的先
后次序却变化不大。
但是，在动态的竞争次序和静态的成就等级之间的不平衡，却令人

困惑。美国研究型大学获得了杰出的国际地位，这种兴起是以一个分
散、多元的学术市场的发展作为基础的。在这个市场当中，竞争的压力
使得美国大学的变化速度要比世界其他国家那些受庇护的公立大学快

得多。１９４５年以后，美国经济的发展，国防的需要，婴儿潮，史无前例
的高校扩张，以及一大批新的联邦政府支持项目的出现，所有这些都加
剧了竞争的压力。然而，在美国，大学国际声望排行的重新调整，还是
没能相应地派生一个有关大学杰出研究才能的国内排行。为什么呢？
几个似乎合理的解释，有助于说明即使在面临史无前例的战后变

革的情况下，大学的研究能力排行还保持较高稳定性的原因。［５］以学术
终身制为基础的研究型大学，是对快速变革具有抵抗能力的复杂机构。
对于私立名牌大学而言，大量的捐赠基金允许它们在研究能力方面给
以相当大的投入，大学自治的制度又避免了影响那些公立大学竞争者

２ 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兴起———战后年代的精英大学及其挑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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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性限制因素。对于大州立大学而言，公共服务和政治网络的产
生，为使旗舰大学的利益免遭平民党论者侵犯提供了保护。对于在专
业和学术性学科中一流的学者而言，大学声望成为了一种自我实现的
预言，它吸引着拔尖的人才，以维持其已经建立起来的领先优势。对于
政府、企业和大基金会而言，衡量研究投资的最好标准，就是得到证明
的一流大学的绩效。

　　不过仍有若干理由要质疑已建立起来的大学等级制度的可靠性。
有关声誉排名的诸多研究已经发现这些排名对于大机构的一贯偏

爱。［６］这些排行通过夸大学术“明星”的权威来制造“光晕效应”，从而提
高了一所大学中其他个人和项目的地位。［７］不仅如此，它们还有时效性
差的毛病，允许大学以过去的声望来掩盖其后来的衰退。由于声誉调
查在信息内容方面往往比较薄弱，因而它们传达出的东西也许是不准
确的。随着大学的研究人员和学术领域日益向专门化和精细化方向发
展，已有一百多所大学要求它们的教师为所在系的整体情况以及他们
自己的教学效果评定等级。这些由诸如美国教育理事会（ＡＣＥ）和全
美研究委员会（ＮＲＣ）资助性组织设计的经过分门别类的项目评定，其
目的在于能够适用于任何一门学科。但有关研究生课程的排名，还是
不断地被其他学者重新合计到主要大学的排行当中，后者通常只包括
少量名列前茅的大学（２０或２５所）。与此相对照，客观性排名显然已
涵盖了更多的大学，并且避免了由于时效性差而带来的曲解。这些排
行在关注数量积累的过程中，注意同时兼顾数量与质量。学术机构难
免不受《吉尼斯大全》（ＧｕｉｎｎｅｓｓＢｏｏｋｏｆＲｅｃｏｒｄｓ）做法的影响，纷纷为
获得在数量上的高排名———获得最多的研究拨款数额，每年授予的博
士学位数量最多，图书馆馆藏数量最大等等———而竞争。这种传统重
视大学的规模，但却轻视或者忽视经费产出效益的重要性。

　　尽管有声誉排行和客观指标的证据，但这样说似乎是有道理的，即
二战后半个世纪里美国高等教育的空前变革，所带来的大学研究的质
量和研究成就方面的变化，比有关教师和研究生教育的周期研究和声
誉调查所显示出的变化要更大一些。为了验证这样一个假设———即这
些变化业已发生，但却为评估大学绩效的标准方法所遮蔽———我们需
要设计一种新的方法，这种方法要能够完成评估自１９４５年后大学规模
受到控制以来，为数众多博士型大学所发生的变化这一令人望而生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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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务。因此随之而来的研究，就要建立在过去美国高等教育比较研
究的坚实基础之上。但是，它又在七个方面有别于过去所作的大多数
研究。

　　首先，本书着重研究大学的任务之一：即新知识的创造。这只是大
学的几个重要任务之一，而且有人还认为它并不是大学最为重要的任
务。所幸的是，有一部完整的文献论述了大学在本科生教学、研究生教
育、专业训练和大学生活质量方面的任务。这部从保守与激进的两个
视角来写作的文献，以一种特别有力的方式，对现代大学、尤其是将教
授头衔授予那些得到研究资助但却不具备资格的人的做法进行了笔

伐。［８］我们认为在大学这样一个独特的具有多重目的的机构中，着重强
调研究的任务是人为的。但是，几乎没人会质疑知识创造是大学的核
心使命，质疑未来的知识经济中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性，或者反对大学在
知识创造中的主导地位对于学术繁荣和国家富强而言至关重要的

主张。
其次，本书的分析是具有历史性的。它叙述了有关联邦研究政策

的沿革，以及公立与私立大学中研究快速发展的一段重要历史，其跨度
从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９５年，着重深入探讨了１９６５年至１９９０年间的情况。
其基础是一种既强调美国建国的历史特色，又强调美国高等教育分散、
多元且具竞争性的独有发展历程的学术体制。为了组织好涉及了如此
多的大学的文字叙述，我们特别强调联邦科学政策的基本点，强调为过
去的几十年提供了某种特征的共同背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扩张主义
的“黄金时代”，７０年代的紧缩调整，８０年代对企业家精神气质的追求
以及９０年代越来越灰暗的前景。

　　第三，我们对２００多所大学的教师的研究绩效进行了比较。尽管
对于研究生课程的研究包含了大多数博士型大学，但它们还是避免了
以偏概全。另一方面，多数有关研究型大学的研究，已经对少数有声望
的大学进行了重点研究。罗杰·盖格（ＲｏｇｅｒＧｅｉｇｅｒ）的两卷本《２０世
纪美国研究型大学史》就极大地减轻了我们的研究任务，这是一部很棒
的著作，它集中研究了１６所精英大学。［９］正如斯蒂芬·格朗伯德（Ｓｔｅ
ｐｈｅｎＧｒａｕｂａｒｄ）所说，只有将存在于更多的博士型大学中的各种大学
的类型与规模包含进来，而不是仅仅研究屈指可数的几所声名显赫的
大学，我们才能理解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高等教育所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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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１０］

　　第四，我们衡量的基本单位是整个大学，而不只是挑出来的某些部
分，比如系里的研究生课程或者专业学院。战后时代的主要比较研究，
如由美国教育理事会（ＡＣＥ）资助的卡特（Ｃａｒｔｔｅｒ）和路斯－安德森
（ＲｏｏｓｅＡｎｄｅｒｓｅｎ）评价研究（分别于１９６６和１９７０年出版），和全美研
究委员会（ＮＲＣ）在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９５年所作的研究，都是把主观数据
（主要是声誉调查）和在某些学科领域研究生课程的客观数据结合起
来，来进行大学绩效的比较的。［１１］他们将评价限定在特定项目的排行
上，试图去避免那种旨在找出“名列前茅”的２０或２５所大学的简化的
“排名竞赛”。［１２］对于文理学科和工程学科当中传统的、以学科为基础
的研究生课程来说，这些重要的研究为需要广泛视野的全国性比较提
供了基本指标。但它们却都有一些共同的缺陷：采用的是主观调查数
据，客观的数据则只限于某一些项目。它们都从没有衡量过大学所有
教学科研单位的整体绩效。［１３］

第五，为了避免把数量与质量合二为一，同时为了弥补我们所谓的
在整体产出绩效基础上参与排名的大学的“实力”问题———例如，根据
得到联邦研究与开发（Ｒ＆Ｄ）基金的数量来对一流大学进行排名———
的不足，我们按照大学的规模来决定对其研究活动进行衡量的方法。
为此，我们根据某个大学内全职教学人员的数量，划定评价教师绩效的
不同指标。这就产生了一种人均衡量的方法，从而使我们可以对不同
规模和类型的大学在一段时期内的绩效变化进行比较。［１４］

　　第六，本研究包含了衡量学术领域研究成就的量化方法。这些方
法在科学和工程学中是很常用的，在这些领域，常常要对研发经费和期
刊的数量进行统计和比较。然而，在社会科学领域这些方法却很少见，
人文学科领域则更是罕见。本研究依据的是一套有关１９６５～１９９０年
间５个学科门类研究绩效的核心数据。它们总体反映出了科学、社会
与行为科学、人文学科等领域的科学研究和学术创造力的情况（见 “关
于方法与资料来源的注释”）。

　　最后，我们所进行的大学研究工作比较，要求进一步打破将医学学
科与大学的其他学科分隔开来的藩篱。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被称为美国大
学的黄金时代，但是根据历史的标准，理论医学的黄金时代却要追溯到

１９４６年。当时希尔－伯顿医院调查与建设法案（ｔｈｅＨｉｌｌＢｕｒｔｏｎＨｏ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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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ｉｔ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ｃｔ）启动了一项大规模的医院和医学
院补助金联邦计划。虽然国家卫生研究院（ＮＩＨ）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
大学学术研究的最大资助者，同时生物医学也一直在世界科学和学术
杂志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在这巨大事业中的大学研究者群体却已经
被大学自身的“柏林墙”分裂了。在历史上，学术性的医学院就在大学
中享有特殊的自治，它们通过一种集财政资源、临床责任、专业传统和
声望，以及将它们与大学社会其他部分区分开来的报酬标准为一身的
独特性质，赢得自身独立的地位。
关于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的文献浩如烟海，但在类别划分上却非

常相似。图书馆关于大学的书堆满了书架，但其中却极少提及理论医
学方面的伟人，而关于医学教育和临床医学研究的书籍，则完全局限于
教学医院和受到大学资助的生物医学研究者这个狭窄的范围。对于这
由来已久的深深界限，我们并不希望人为地去打破。但在后面的文字
当中，我们努力想将这两个世界重新接合起来，在一个共同的参照框架
内描述和比较它们的绩效，承认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以及在机构上所
具有的共性。如果根据预期，在２１世纪理论医学将遭受一场广泛的财
政危机的话，那么整个大学社会都会受到冲击，并将长久地遭受其后果
的影响。

　　本书的主要论点是，１９４５年以来新兴的研究型大学的确在挑战传
统精英大学统治地位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它们的表现比人们所认
识到的还要成功。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成功多年以来都被排行竞赛的
强大传统所遮蔽。我们在本书中自始至终都保留着这样的发现，其中
许多发现非常令人惊讶。在把我们的研究方法应用到１９６５～１９９０年
间的数据中去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关于研究绩效的几种模式同样地
是令人惊讶的。其一是私立大学在战后年代获得了巨大的优势，这种
优势来自于充裕的经费、悠久的传统，尤其是它们具有不受立法机关和
公共官僚机构施加的日益增强的种种限制的自主办学权。在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后期，大学竞争加剧，与此同时，国家的控制也日益加强，私立
大学利用它们所拥有的相对自由，避免了政府的控制。

　　大学在争取研究学者和资金的竞争中占有优势的第二个来源是在
大学中的医学院的存在。就大学健康医学中心而言，美国高等教育的
黄金时代并非始于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结束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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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开始于１９４６年的希尔—伯顿法案（ＨｉｌｌＢｕｒｔｏｎＡｃｔ），并继而受到
国家卫生研究院（ＮＩＨ）预算的增长，以及以强化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
制度（ＭｅｄｉｃａｒｅａｎｄＭｅｄｉｃａｉｄ）为己任的“伟大社会”（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Ｓｏｃｉｅ
ｔｙ）的发展的促进。在战后时代，联邦对生物医学研究的资助水平增长
得非常快，真可谓突飞猛进，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才第一次与有了不
祥征兆的国家财政现实发生了抵触。
在战后时代，大学优势的第三个来源，则只限于公立大学领域，它

与我们这部著作的中心问题———搜寻正在出现的新兴精英大学———关
系非常密切。这就是那些被指定具有以研究为主的大学地位的公立大
学所拥有的优势，这些大学得到了国立大学体系的特别保护和扶植。
在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加利福尼亚大学（ＵＣ）和纽约州立大学
（ＳＵＮＹ）。耐心的读者要等到最后一章才能看出这种指定地位让人吃
惊的特别之处，它使得像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ＵＣＳａｎｔａＢａｒｂａｒａ）
这样的大学以很快的速度跃升。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建立时是一所
州立师范学院，１９４４年作为工艺师范学院加入到加州大学系统
当中。［１５］

　　人们对受市场驱动的企业主义所作的批评认为，战后时代里四年
制大学过多，这类学校自称是“研究型大学”，但却缺乏与这个名称相联
系的实质内容，它们重视一些微不足道的研究，却将学生置于严重不利
的地位。对此我们表示赞同。但我们并没有提出具体进行判定的标
准，例如，去判定“第二旗舰”大学群的创立，具体在哪点上建立起了健
康的州内竞争，并更好地为地区利益服务，或者判定以研究为目标的大
学数量的增加，或通过一种类似学术格雷沙姆法（ＧｒｅｓｈａｍｓＬａｗ）来
建立研究型大学，具体在哪个方面只会“降低”旗舰的水平。因为本书
主要是一部关于历史和比较的著作，而不是关于理论或者规定的著作，
读者可以对不同的管理体制哪个更成功一些，得出自己的结论。在一
个州行得通的模式，在别的州可能就会失败———如加利福尼亚的三轨
制（ｔｒｉｐａｒｔｉｔｅｓｙｓｔｅｍ），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时其他一些州曾热衷学习过，
但当它离开加州时，似乎就已经失败了。幸运的是，对于美国而言有

５０个州的系统，截止到１９９０年，有１３０多所公立的和７０所私立的博
士型大学。本书的论点之一是，美国分权多元的高等教育系统，为长期
以来它成为了世界范围内批评家们争相针砭的对象，提供了一个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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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正是在这个市场中，战后年代的研究成就竞争才得以兴盛。

　　在曼哈顿计划（ＭａｎｈａｔｔａｎＰｒｏｊｅｃｔ）结束５０年后，有证据表明美国
高等教育的黄金时代也可能行将终结。大多数跨入到２１世纪的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的项目，其联邦预算说明书都反映出联邦对研究的支持经费
和对学生的资助严重减少。国家卫生保健产业方面的变化，加上医疗
保险和医疗补助经费的严重削减，可能使长期以来是医学中心收入主
要来源的大学医院，变成为大学的财政包袱。为赤字所累的联邦政府
所采取的紧缩开支政策，可能会破坏使大学的研究经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ｃｏｎｏｍｙ）蓬勃发展的原动力。
但是情况也许并非如此。我们此前就听到过杰里米亚（Ｊｅｒｅｍｉａｈ）

在美国学术界的各种场合所作的大声呼吁。我们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来半个世纪的历史分析，强调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不同寻常的顺应能
力。我们的战后历史证明了这一系统具有在分权、多元、竞争的环境当
中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形势的能力。我们并不否认，大学系统为适应
环境，维持生存的代价往往过高，尤其对那些处于边缘和弱势的学院和
大学而言更是这样。这种代价包括被降低的标准、学术上追求时髦、教
学质量下降、贩卖假文凭，而对某些大学而言就是最终的倒闭。但是在
一种日益依赖于高层次培养和知识创新的全球经济当中，美国研究型
大学的双重兴起，还是已经给美国带来了双倍的成功。本书就试图描
绘出这段历史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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